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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炜

近一百年来，时而有欧美学者对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发表看法，他们推测早期汉译佛经不是来源于传载佛教的梵文或巴利文，而是来源于吐火罗语、犍陀罗语或某一种印度古代方言。季羡林先生除附和西方学者的看法外，还提出早期汉译佛经来源于西域小国的胡语。他的观点还被进一步推衍，有人提出“中国汉地佛教经典最初并非由梵文原本直接译出，许多佛经是依据西域地区的康居文(粟特语)、于阗文(和阗语)、龟兹文(吐火罗语)等胡语翻译的, 以至于一段时间佛经亦被称为‘胡经’。……无疑地，佛教在途经西域各国并被本地吸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开展了佛经胡语化运动。”
如果有“佛经胡语化运动”，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胡语佛经。在这个观点里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即“胡语”问题。它究竟指哪些语言？。这些学者的推测是不是有充分的证据呢？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在讨论一下。 
一. 西方学者提出早期汉译佛经不是从印度语言翻译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佛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汉译佛经当然是从古代印度语言，即从梵文、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但是，法国学者西尔万 • 列维 (Sylvain Lévi，1863-1935) 1913年在他的长篇论文《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
里，用六个汉译的佛教词语做例子，提出龟兹语文学产生于公元一世纪, 而且龟兹语为佛教传布中国之媒介。按列维的看法, 印度的佛经先被译成吐火罗语, 然后中国人再从吐火罗语译成汉语，因此，在汉译佛经中一些音译词与吐火罗语近而与梵文远。

列维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印度学家, 他的这个观点“早期的汉译佛经是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这种以几个音译词和意译词为根据进行推论的研究方法也被别人采用。中国的季羡林教授一直附和列维的观点，并也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进行推论。 

1. 西尔万• 列维( Sylvain Lévi) 的观点及对它的分析

1.1. 西尔万• 列维的观点 

列维认为：“从公元2世纪最初的翻译开始，中国佛教采用的、用来描述印度佛教术语的对应语在印度语言里不能得到解释，但在龟兹语里被使用。这些词是：沙门，梵文是：śramaṇa和bhikṣu，龟兹语是：ṣamāne；沙弥，梵文是：śramaṇera，龟兹语是：ṣanmir；波逸提，梵文是：pāyantika，龟兹语是：pāyti，等等。除了音译词之外, 相同的隐喻或者相同的委婉语的一致的用法排除了偶然性。梵文词：pravrajyā，意思是：走到前面；汉语译为‘出家’；龟兹语说：ost meṃ lalñe，意思是：离家；异端，谬见在梵文里叫：mithyādṛṣṭi，汉译‘外道’；龟兹语说：parnaññe，意思是：外边。静的观念在梵文里通过śama，śānti等表达，汉译为‘灭’，龟兹语通过 kes表达，意思是：熄灭。龟兹在中国佛教传播中的地位被龟兹只是借用其他语言的假设排挤掉了，并且，龟兹语和汉语都是借用一种未知的语言的假设也不被看好；因此，龟兹语最终被认为是，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作为工具为佛教教义服务。公元一世纪龟兹的文学文明和佛教在远东的传播显示出龟兹与雅利安同样重要。”

1.2. 对西尔万• 列维(Sylvain Lévi) 观点的分析    

列维根据三个音译词和三个意译词推测：中国人在开始的时候，是从吐火罗语把佛经翻译过来的。我首先感到他依据的材料不够充分，因为，现在并没有发现与早期汉译佛经相对应的吐火罗语文献；其次是，他举出的例证不能令人信服。

一个汉译佛经的音译词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形式,它尽量按原文的音节对译，音节比较多。这些音译词与汉语词汇有很大差别；古代汉语的特点是单音表意，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也是一个词。复音词以两个音节为主，它随时代逐步增多了。另一种是简略形式，简略的形式是常用的。比如：

沙门：梵文：śramaṇa，巴利samaṇa，音译词的完全形式是：室罗末拿、舍萝摩拿、室摩那拿、沙迦懑囊，沙门那、沙闻那。这些完全形式符合梵文的语音，而不完全符合吐火罗语ṣamāne的语音。简略形式是：娑门、桑门、丧门、沙门。

列维认为“沙门”是从吐火罗语ṣamāne翻译过来的。“沙门”出现在根据传统说法的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在这部经里，还有其它的音译词，比如：“阿罗汉”和“菩萨” 等。“阿罗汉”梵文arhant，它的阳性单数主格形式是arhan。吐火罗语：ārānt(东吐火罗语)，arhānte(西吐火罗语)。“菩萨”是“菩提萨多”或“菩提萨埵”的简略形式，梵文bodhisattva，吐火罗语：bodhisattu(东吐火罗语)，bodhisatve(西吐火罗语)。“多”在古代读ta,“埵”在古代读tua，这与梵文的尾音相符，而不符合吐火罗语词的尾音。因此，根据这部佛经中其它音译词的情况，不能说“沙门”肯定是从吐火罗语翻译的。

汉译佛经的音译词记录了原文词语的读音，是宝贵的语言材料。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的语音结构是：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里有声母、韵头、韵母、韵尾，这与梵文词汇的语音结构有很大差别。用来进行音译的汉字不能完整、准确地记录原文词语的读音，只能是近似而已。因此，在利用汉译佛经的音译词进行论证时，我认为有五点应当注意：

第一，在吐火罗等其它民族的语言中，佛教的术语一般来自佛教梵文。这些来自佛教梵文的词语与原文的区别一般是字母的减少或替换。当代语言学家对汉字古代的读音进行了构拟，从这些拟音可以看出，用汉字译音，无法反映原文字母之间较小的变化，除非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早期的译经者来自多种民族，在他们翻译时可能在个别词语上留下与原文不同的、本民族的语音。也有可能, 他们使用丝绸之路上的共同语来翻译某些常用的佛教术语。当然，对这丝绸之路上的共同语给早期汉译佛经带来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第三，古代汉语的读音有方言的区别，音译词的语音有可能表示的是中国译经僧人本人的方言。
第四，即便是汉语音译词的完全形式，也经常省略原文的一两个音节。
第五，应该根据一部佛经中的全部音译词对原文的语言进行推断，仅根据一个或几个音译词对一部汉译佛经甚至一个时代汉译佛经的原文进行推断，这个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列维对三个意译词的分析恐怕是错误的。

梵文pravrajyā原义是“移居国外”。汉译“出家”符合梵文原义。

梵文mithyādṛṣṭi原义是“异端，异教”, 汉译“恶见”符合原义。汉语并没有像列维说的那样把mithyādṛṣṭi译做 “外道”。“外道” 译自梵文tīrthaka或tīrthika，原义是“庄严的”“神圣的”“婆罗门教的苦行者”。佛教也用tīrthaka 或tīrthika这个词称呼其它的宗教，因此，汉语把它译为“外道”，指佛教之外的宗教，而佛教自称 “内道”。“外道”的意义开始时与梵文原义相同，后来才有了贬义。

梵文śama原义是“静”, 汉译 “寂静”；梵文 śānti原义是“安静”,“熄灭”“停止”，汉译 “寂静，寂灭”，这都符合梵文原义。汉语的意译词 “灭” 是 “寂灭” 的略称。这个 “寂灭” 译自梵文vyupaśama，即 “涅槃”（nirvāṇa 熄灭) 的意思。

列维认为“出家”、“外道”、“滅”三个词来自吐火罗语，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

2. 季羡林的观点及对它的分析
2.1. 季羡林的观点 
季羡林先生在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浮屠与佛》，他在文章里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发现最早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 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
” 

季羡林先生除赞成列维的观点之外, 还在文章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知道，初期中译佛经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拿梵文作标准来衡量这里面的音译名词当然不合适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 《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时候。…… 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世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季羡林先生提出这些看法的根据是“buddha”的汉语音译词。他认为：buddha 的“浮屠”“浮图”等两个音节的音译词来源于印度俗语，但不能确定是哪种俗语；“佛”来源于吐火罗语。他认为：buddha在吐火罗语中写为ptāñkät，这个词可分为两部分ptā和ñkät，ñkät 的意思是神；ptā的原字应该是pät，pät来自pūt或put；buddha在吐火罗语里写为pūt或put，而ñkät是再加上去的一个尊衔；汉语的“佛”是从pūt，put或pät翻译过来的。
季羡林先生在1989年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浮屠”与“佛”》，他在文章里说：“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⑴ 印度 →         大夏（大月支）→     　中国

           buddha→        bodo, boddo, boudo→     浮屠
        ⑵ 印度 →         中亚新疆小国 →      　中国

           buddha →        but →               　 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先生还对支谦(公元三世纪人)等人译经的语言问题和梁慧皎《高僧传》中“胡”的意义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但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 季羡林先生还认为，音译词“弥勒”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因为在汉译佛经《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佛说兴起行经》、《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中用了“弥勒”，因而，他认为这些佛经的译者康僧会、支谦、康孟祥、支娄迦谶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2.2. 对季羡林观点的分析
季羡林先生采用与列维相同的方法，利用几个汉译佛经的音译词进行论证。季羡林先生的看法也被西方学者引用。弗兰茨 • 伯恩哈德（Franz Bernhard）说：“印度语的 ‘佛’ 字在汉语中有二十多种语音学上翻译。季羡林在研究佛学时，他奇妙地用 ‘佛’ 字拆字去解释。这里我仅限于对 ‘四种成佛’ 的讨论。‘浮屠’, ‘浮图’, ‘复豆’ 源自一种印度西北部的普拉克利塔方言。相反第四种成佛中的 ‘佛’ 通常被认为是 ‘佛陀’ 的缩写。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提供一个详细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语中 ‘佛’ 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的 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 ‘pudñäkäte’ 中的‘pud-’ 或东吐火罗文 ‘ptāñkät’ 相比）–由此可見，‘佛’ 是一个后来出现的形式。”

但是，我认为季先生的推论与列维的一样，是不能成立的。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2.2.1. 关于“浮屠”与“佛”

季羡林先生在两篇文章里讨论了汉语音译词“浮屠”与“佛”的来源。梵文“buddha” 在吐火罗语里写为 ptāñkät 、pättāñkät、pudñäkäte等等，它们的读音与汉语音译词“佛陀”与“浮屠”等有很大的差别。很明显，汉语没有翻译这些词。季羡林先生在1947年推测“佛”来自吐火罗语 ptāñkät等词中的pät, pūt 或 put。但是，在吐火罗语文献中pät, pūt 和put没有被单独使用的例证；也就是说，它们在吐火罗语里不是词，不表示意义。
汉语不可能只翻译一个不表达意义的音节。
吐火罗语ñkät的意思是神,它前面可加上一个词构成合成词，表示一个具体的神: mañ(ñ)kät: 月神; koṃñkät: 太阳(神); tkaṃñkät: 地神；wlā(ṃ)ñkät: 王神; mārñkät: 爱神; 除mār来自梵文māra 外, 这些合成词的前一部分都是吐火罗语词, 都可以单独使用。
ylaiñkät: 帝释; bramñkät: 梵天; ptāñkät、pättāñkät、pañäkäte 、pudñäkäte: 佛; 这些合成词中的前一部分是外来词的变体，它们不被单独使用。季羡林先生认为pät, pūt 和put来自梵文buddha。但是，在吐火罗语吸收的梵文合成词中有buddha，它的语音没有改变。梵文: buddhavacana (佛语) → 西吐火罗语: buddhavacam。
从语音上看pät, pūt 和 put可能来自粟特语pwt[put,but]（下面有具体的解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吐火罗语不是音译词 “佛” 的来源。
季羡林先生1989年修正了的他自己的看法，提出 “佛” 来源于中亚新疆小国的语言，但他没说是哪种语言。他在文章里举例说，回鹘文（Uighur script）中的“佛” 作 but。

回鹘文对早期的汉译佛经产生过影响吗?

德国学者彼得 • 齐默（Peter Zieme）发表过一篇文章Die türkischen Texte（土耳其语文献） “绝大多数土耳其语残卷都没有日期。因此，注明一篇文章确切的撰写时代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大多数后记只有用十二生肖标注的年代。然而，由一些后记和一些这里不能进一步讨论的原因得知，对大部分摩尼教土耳其语文献和最古老的佛教文献的时代可以认为是8—10世纪。大部分佛教文献以及非宗教的残卷属于10—13世纪。只有几件用回鹘文斜体字写成的佛教文献和一部分文件属于更晚的时期。
”他这里所说的土耳其语文献, 既古代的回鹘文文献。
《佛光大辞典》：“西元八世纪顷，西州（即高昌之地）回鹘（Uigur）使用起源于粟特(Sogd)文字之回鹘文字，且以此文字书写佛典，现存经典有《金光明经》、《法华经普门品》、《弥勒下生经》、《尊胜陀罗尼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由上述经典之跋文可知，彼等多重译自藏文、土蕃文、汉文等。”
（土蕃文：最初的藏文。）
从现存的回鹘语文献和对回鹘语的研究来看，这种语言在公元一、二世纪还不能对汉译佛经产生影响。

2.2.2. 音译词“浮屠”与“佛”的来源

根据中文词书《佛光大辞典》、《汉语大词典》
 的解释，“佛”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它是略称，全称是佛陀、佛驮、休屠、浮陀、浮屠、浮图、浮头、没驮、勃陀、馞陀、步他。根据王力先生对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和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语音的构拟这些全称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第二个字的元音是a：佛陀[bĭuət dɑ]、佛驮[bĭuət dɑ]、浮陀[p‘ĭu dɑ]、没驮[muət dɑ]、勃驮[buət dɑ]、勃陀[buət dɑ]、馞陀[buət dɑ]、步他[buətk t‘ɑ]；

这类词来自梵文buddha（巴利文与此同）。

第二类，第二个字的元音是o：休屠[xĭu duɔ]、浮屠[p‘ĭu duɔ]、浮图[p‘ĭu duɔ]、浮头[p‘ĭu du]、復豆[bĭuk tu]；

这类词来自梵文buddha的单数主格buddhaḥ, 根据sandhi (词语相连时的语音变化规则），在浊辅音和a前它读Buddho（巴利文与此同）。

我认为, “佛” 是音译词“佛陀，佛驮”的略称。

只用一个汉字作为多音节音译词的略称，而且这个略称被广泛使用，不仅仅是“佛”，还有其它的例子，比如：
“梵”， 梵文brahman，音译全称是梵摩、婆罗贺摩、勃蓝摩、跋滥摩。 

“禅”，梵文dhyāna，巴利语jhāna。音译全称是禅那，驮衍那，持阿那。

“塔”，梵文stūpa，音译全称是率都婆、卒都婆、窣堵波、薮斗婆。巴利语为thūpa，音译全称是塔婆、兜婆、浮图，佛塔。

 “呗”，梵文“bhāṣā”，音译全称是婆师、婆陟。
 “钵”，梵文“pātra”音译全称是钵多罗,钵和罗。
 “劫”，梵文“kalpa”音译全称是劫波，羯腊波。
在梵文buddha的音译全称中，除“佛陀”外，其它词早已不被使用了，而略称“佛”从古至今被广泛使用。我考虑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佛” 字的视觉形象比其它音译词中的汉字更适合表示buddha。《说文解字》“佛，见不审也，从人弗声，敷勿切。”“佛”字的本义是“仿佛”，“人”是意符，“弗”是声符。由于“人”是意符，它很像是专门为释迦牟尼（Śākyamuni）造的一个字。音译词“佛” 从一开始就表示释迦牟尼这个圣人。《后汉记•明帝纪下》（著者：袁宏，公元328—376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 《后汉书·西域传》（著者：范晔，公元398—446年）“西方有神，名曰佛。” 梵文buddha其它音译词中的汉字没有像“佛”字这样的有利条件，因而被逐渐淘汰了。比如：“浮屠” 中的“屠” 字，意思是“杀”，虽然只是用它来译音，但从视觉上会给人带来不好的感觉，因为佛教是戒杀的。

第二，粟特语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共同语，buddha在粟特语中有五种形式: ⑴ pwtty[pwty]，这个字形是正体；⑵ 在佛教、非佛教和摩尼教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形式是pwt[put，but]；⑶ pwt’[puta, buta]，仅出现在佛教文献中；⑷ pwty[puti]和⑸ bwt[but]，仅出现在摩尼教文献中。

这个常用形式pwt[ put，but]与汉语 “佛[bĭuət]” 的读音相近。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僧人可能都用粟特语pwt[ put,but]来称 “佛（buddha）”。这就更巩固了 “佛” 字在汉语中的地位。我的这个想法是根据目前对粟特语的研究情况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引文。

尼古拉斯·西蒙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在《粟特语》一文中说：“粟特国第一次被提及是在古希腊文的波斯古经阿维斯陀经里。 此后，它只是偶尔地出现在历史上，粟特在公元前四世纪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后又在八世纪早期逐步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而引人注目。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八世纪早期，粟特在部分时期里享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但在大部分时期它的历史是不很清楚的。穆斯林侵略粟特年代的有限的文物包括布哈拉和粟特的统治者发行的钱币和最重要的在穆格山里发现的文献，穆格山存有片治肯特的最后粟特王的部分档案。粟特的首都撒马尔罕是联系中国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枢纽。粟特的商人们在沿着从他们的家乡到东方去的路建了许多移民聚落，结果， 粟特语几乎成为中国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的共同交际语。”
（p.173）
“至今为止，在发掘出土的所有的粟特遗物中，粟特钱币是最古老的, 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然而，具有实际语言学意义的最早的文献是斯坦因先生（Sir Aurel Stein）在敦煌和楼兰之间的中国长城遗址发现的‘古信札’, 亨宁（W. B. Henning）认为这些书信写于四世纪早期。最近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粟特文，与古信札采用相同字母来拼写。”（p.174）

《粟特语词典（粟特-波斯-英语）》 “粟特语是本世纪初在中亚被发现的一种通用语言。它被认为是粟特地区居民大约从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在广大地区使用（说和写）的语言。作为伊朗语中一种古波斯东方语支，粟特语在东西方文化、文学和经济交流史上起了重要的传媒作用。粟特语地区东邻波斯语地区，向东延伸到中国。
”（p. xiii）

“粟特人在向东方的移民过程中，他们的面积从天山南路扩展到吐鲁蕃北部大平原。粟特商人沿着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到中国古长城遗址建立了许多移民聚落。虽然第一批粟特移民部落准确的建立时间还不知道，大概是在发明纸的年代，公元105年之前。我们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信札，它大概是最古老的粟特文献。 信以墨书写于纸上。古信札告诉我们，在敦煌与吐鲁番地区存有粟特人的移民部落。他们在中国的贸易代理商，粟特语称为 ‘cynstn’ 或 ‘ntry’。这些代理商特别活跃在长安和洛阳。信札中的第二封信19—20行揭示敦煌似乎是粟特人活动的重镇之一，古信札中说：‘有100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敦煌’。亨宁据此推断，当时在敦煌附近居住的贵族加之他们的家眷、奴仆可达千人左右，这一人数足以使粟特人在中国形成自己的聚落。亨宁认为古信札书写时间从312年至313年间，其年代不晚于四世纪上半叶，早到二世纪下半叶，粟特人向中国移民潮之时。”（p. xvi-xvii）

“历史上最早的粟特钱币大概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语言文献。这些钱币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有些印有布哈拉图案的钱币可能年代会更早。然而，最早具有实际语言学意义的文献是古信札。1907年，斯坦因先生在西域进行探险考古活动，在中国的甘肃省发现了这些古信札，它们可能是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书。具有防御能力的古长城提供了对古迹长期保存特别有利的气侯条件。在长城烽火台遗址隧道下，斯坦因发现了一束带有几个木制便笺的信札。木制便笺上显示是汉朝时代的文字，其年代可追溯从三世纪到二十世纪。”（p. xix）

粟特语存在于公元前后的若干世纪里, 而且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共同语。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一条东西商业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重要路线。早期来中国传播佛教的僧人属于不同的民族，他们有可能用丝绸之路上的共同交际语来表述佛教的一些常用名词，以便彼此容易明白。上面谈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读音就与粟特语很接近。比如： 

沙门：粟特语：srm’n[sarmān]，šmn [šaman] = 梵文：śramaṇa；

波逸提：粟特语：p’y’t [pāyāt], 梵文为pāyantika,龟兹语作pāyti；

弥勒：粟特语：m’ytr’k [？] = m ’ytry [maitre/i]。

佛经是不是先被译成粟特语，再从粟特语译成中文的呢？从目前对粟特语的研究情况来看，不是。现存的粟特语佛经是从中文转译过来的。我们可参考下面引文：

 “虽然有一些粟特文佛教典籍可能直接译自印度语和龟兹语，但是大部分粟特文佛教典籍译自汉语。”

 “在评估宗教文学时，我们应该记住它的自然转变。佛教源自中国和印度，摩尼教源自波斯和帕提亚， 基督教起自叙利亚。”

关于粟特语对早期汉译佛经有没有影响、有多少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只是一点初步的推测。
2.2.3. 音译词“弥勒”
“弥勒[mĭei lək]” 的读音也接近粟特语：m’ytr’k[？] = m ’ytry [maitre/i]。

“弥勒”在东吐火罗语和西吐火罗语中不是只有metrak一种形式，而是有三种形式：metrak, maitreye 和maitrāk, 它们来自梵文的maitraka 和maitreya。季先生认为凡使用“弥勒[mĭei lək]”的汉译佛经都是从吐火罗文或伊朗语族的语言翻译过来的，并举出十部佛经的名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汉译佛经中的其它音译词都应与吐火罗文或伊朗语族的语言相符。仅从这十部佛经的名字看，恐怕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道行” 的意义是佛道的修行。般若是梵文prajñā的音译词，意思是智慧、明；prajñā在吐火罗语里写为“prajñi”。支娄迦谶是公元二世纪人，那时“般若” 读[puanṇĭak]。因为梵文和汉语音译词第二个音节的主要元音是a, 而在吐火罗语中这个词的第二个音节是i； 因而，“般若”的读音与梵文近而与吐火罗语远。

2.2.4. 关于支谦等人使用的佛经原文

季先生推论康僧会、支谦、康孟祥、支娄迦谶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现在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中没有与早期汉译佛经相对应的材料。上面那十部佛经中，支谦所译的《撰集百缘经》有相应的梵文文本Avadānaśataka流传下来。

英国学者渥尔德在《印度佛教史》里写道：“佛陀在世及其后数世纪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被写下来：并非文字书写当时尚未使用，而是因为在教学上尚无使用它的习惯。在商业和行政方面已使用文字，或者可以说是为了临时的目的；学者和哲学家则看不起它，他们认为学习一本经典，首先必须心里默记，要背诵得来。
”

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各地的僧人用本地的方言背诵佛经，口头流传。

“根据西藏历史学家布士顿(Bo-ston)所说，公元一世纪或更早一点，由于有记忆错误的危险，十八部的三藏都写定下来了。”

“一切有部使用梵文较早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它的经典被译为标准文言式的梵文。”

2.2.5. 梵文Avadānaśataka与汉译《撰集百缘经》的对比

Avadānaśataka属于小乘一切有部，由100个佛的生平故事组成（avadāna： 英雄事迹；śataka：由100组成的），于公元三世纪被译成汉语《撰集百缘经》。

荷兰莱顿大学施派尔教授（J. S. Speyer）以剑桥大学所藏梵文文本为底本，与另外三部梵文文本和两部在尼泊尔发现的文本相比较，进行校勘，于1902—1906年出版了Avadānaśataka Vol.I，于1906–1909出版了Vol. II, 
 这个文本缺第五个故事。施派尔教授认为，梵文Avadānaśataka产生于公元一或二世纪。

支谦所译《撰集百缘经》收在《大正藏》第四卷
，有100个故事。

我对这两个不同语言的文本进行比较。由于两个文本都很长，这里的比较是：a.词汇对比：《撰集百缘经》第一至第十二个故事中主要的音译词、意译词和音译加意译词与梵文Avadānaśataka中相对应的词的比较(梵文文本缺第五个故事,只存题目)；b.文章对比：第二个故事：梵文Yaśomatī与汉译“名称女请佛缘”。

a. 词汇比较：

下面是梵文原文与汉译词的对比，先说明两点：a.由于汉译《撰集百缘经》与梵文Avadānaśataka 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此，有些汉译词在梵文Avadānaśataka中没有对应的词；个别汉译词与梵文词在文章中的位置并不一致。b.摘录出的梵文词有时保留了它在原文中的词尾变化。

汉译词后的括号内是《大正藏》第四卷的页数、栏和行数，梵文词后的括号内是页数和行数，没有页数和行数的，表示这个梵文词在这一段中没有出现。

音译词

优婆塞(203,a,3)                       upāsaka

菩萨(203,a,4)                         bodhisattva

婆罗门(203,a,5)                       brāhmaṇa(2,2)

佛(203,a,5)                           budho(1,5)

婆伽婆(203,a,13)                      bhagavat(1,5) 

夜叉(203,a,14)                        yakṣa (1,6)

揵闼婆(203,a,15)                      gandharva(13,3)

阿修罗(203,a,15)                      asura(1,6)

迦楼罗(203,a,15)                      garuḍa(1,6)

紧那罗(203,a,15)                      kinnara (1,6)

摩睺罗伽(203,a,15)                    mahoraga(1,6)

阿难(203,a,24)                        ānanda(3,1)

比丘(203,a,27)                        bhikṣu(3,2)

僧(203,a,27)                          saṃgha(1,8)

钵(203,b,10)                          pātra(3,9)

涅槃(203,b,17)                        nirvāṇa(4,4)

须陀洹(203,b,27)                      srota-āpanna

斯陀含(203,b,27)                      sakṛdāgāmin

阿那含(203,b,27)                      anāgāmin

阿罗汉(203,b,27)                      arhan

辟支佛(203,b,28)                      pratyekabuddha

毗舍离(203,c,2)                       vaisālī(8,5)

难陀(204,a,9)                         nanda

富兰那(204,a,13)                      pūraṇa(16,3)

祇桓(204,c,11)                         jetavanavihāra

须摩(205,a,13)                         soma(28,1)

婆持加(205,b,21)                       vaḍika (28,3)

释迦牟尼(205,c,27)                     śākyamuni(35,3)

偈(207,a,24)                           gāthā (44,6)

阿阇世(207,b,21)                       ajātaśatru(54,9)

婆持加(205,b,21)                       vaḍia(28,3)

瞿昙沙门(206,b,21)                     gautama-śramaṇa

琉璃(206,c,17)                         vaiḍūrya(49,5)

毗阎婆(208,b,23-24)                    bhāgīratho(65,11)

拘毗罗(208,c,14)                       kauravyeṣu(67,5)kauravyaṃ，kauravyo(67,6)

意译词

撰集百缘经(203,a,2)                     avadānaśatakaṃ
满贤(203,a,5)                           pūrṇabhadra (1,4)

满贤(203,a,7)                           saṃpūrṇo(2,2)

王舍城(203,a,6)                         rājagṛham(1,8)

自利利他(203,a,8-9)                      ātmahitaparahitapratipannaḥ(2,4)

天(203,a,14)                             deva(1,6)

龙(203,a,14)                            nāga(1,6)

人非人(203,a,16)                        kinnara (1,6)

世尊(203,a,20)                          bhagavantam (2,11-12)

唯现单己(203,b,3)                       ekaḥ(3,5)

执持应器(203,b,3)                      pātrakarakakavyagrahastaḥ (3,5)

三十二相(203,b,6)                      dvātriṃśatā mahāpuruṣalakṣaṇaiḥ(3,6)

八十种好(203,b,6)                      aśītyā canuvyañjanair(3,6)

调伏(203,b,11)                         dama

五体投地(203,b,13)                 prasādajāto mūlanikṛtta iva drumo hṛṣṭa​tuṣṭa​​pra​mudita

                                  udagraprītisaumanasyajāto bhagavataḥ pādayornipatya 

                                        (3,16—4,1)

善根(203,b,14)                          kuśalamūlena(4,2)

如来(203,b,20)                          buddha(6,8)(如来：tathāgata)

因缘(203,b,21)                          ārthe (6,16)

修大悲心(203,b,24)                      mahākaruṇāparibhāvitāḥ(7,4)

名称女(203,c,1)                         yaśomatī(8,1) (别的文本写为yaśovatī，来源于 

                                      yaśovat：拥有名声、名望或荣誉)

猕猴河(203,c,2)                         markaṭa hrada(8,5)

重阁讲堂(203,c,2)                       kūṭāgāraśālāyām(8,6)

宝意(204,a,1)                           ratnamatir(12,18)

窳憜子(204,a,6)                         kusīda(ḥ)(13,1)

外道六师(204,a,13)                      ṣaṭ tīrthikāḥ śāstārāḥ(16,3-4)

昼夜六时(204,a,20)                      trīrātrestrirdivasasya(16,15)

精进力(204,b,21)                        atibalavīryaparākramo(22,3)

商客(204,b,24)                          sārthavāha(ḥ)(23,1)

商主(204, b,26)                         mahāsārthavāho(23,6)

商人(204,c,4)                           sārthavāhena(24,6)

地狱(205,a,8-9)                         naraka

饿鬼(205,a,9)                           preta

宝盛(205,a,10)                          ratnottama(27,18)

方便(205,c,3)                           upāya

天帝释(205,c,12-13)                     devendro(31,16)

香山(205,c,13)                          gandhamādanātparvatāt(31,16)

白乳(205,c,13)                           kṣīrikā (31,16)

花盛(206,b,11)                           padmottamo (40,13)

不动(207,a,8)                            acalo (53,18) 

无胜(207,b,17)                           vijayo(46,4) 

四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207,b,21-22)       caturaṅgabalakāyaṃ saṃnahya 
hastikāyamaśavakāyaṃ rathakāyaṃ 
pattikāyaṃ(54,10-11)  

最胜(208,a,17)                            abhayaprado(62,3)

船师（208,b,4）                          nāvikā(ḥ)(63,1)

诸船师（208,b,6）                        nāvikagrāme(63,6)

商客(208,b,25 )                           sārtham(65,14)

观顶王(208,c,12)                         stambha(ḥ)(67,1)

观顶王(209,a,9)                          mūrdhnābhiṣikto(69,8)

音译加意译词

迦兰陀竹林(203,a,6)                      veṇuvane kalandakanivāpe(1,8)

 毗沙门天(203,a,8)                       vaiśravaṇa(2,3)

未涅槃者(203,b,17)                       aparinirvṛtānāṃ
富那长者(203,b,22)                      pūrṇo(7,2)

三阿僧只劫(203,b,23)                    trikalpāsaṃkhyeya(7,3)

六波罗蜜(203,b,24)                      ṣaṭ pāramitāḥ(7,4)

菩提心(203,b,28)                        bodhi-citta

舍卫国(204,a,7)                         śrāvastyāṃ(13,5)

只树给孤独园(204,a,7)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dasyārāme(13,5-6)

栴檀杖(204,a,26)                        candanamayīm cāsya yaṣṭim(18,8)

波斯匿王(206,a,1)                       prasenajit(36,6)

须达长者(206,a,12)                      anāthapiṇḍda(37,3)

那罗延天(206,a,17)                       nārāyaṇa(37,3)

波罗那国(207,a,21)                      vārāṇasī(42,7-8)

槃遮耶王(207,b,14)                      pañcālarājena(46,1)

伊罗拔河(208,b,5)                       nadyā ajiravatyā(63,5)

牛头栴檀重阁讲堂（208,c,16）            gośīrṣacandanamayaṃ stambham(67,9)

梵行(209,a,8)                            brahmā(69,5)

b. 文章对比：

限于篇幅，此处从略。请参阅拙作《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第55页至第67页，中华书局，2011年。

从词汇的对比看，两种文本是对应的；从文章的对比看，故事内容与情节顺序是对应的，但《撰集百缘经》比Avadānaśataka 简略。

我们今天看到的梵文原文并不是公元二世纪的文本，是后来写定的。会不会梵文佛经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有所增加呢？这很可能。是不是增加了，要根据一部梵文佛经的各种文本的比较来判断。根据我们现在获得的一点儿经验看，对梵文的传世文本与出土文本进行比较，并参照早期汉语译文和藏语译文，能够对佛教文献中省略和增加的内容做出判断。

在施派尔（J. S. Speyer）教授用来校勘的六种梵文文本中，没有与汉语译文相对应的简略文本。施派尔教授在校订Avadānaśata​ka的时候也参考了汉语译文，他说：“汉语译文过去已被证明不是一个有帮助的文本。它欣然地做了大量删节还有很多遗漏，偶尔汉语译文中加入超出原梵文文本的内容。”
 
按季先生的观点，《撰集百缘经》的原文是吐火罗文或伊朗语族的语言，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原文。通过上面词汇和文章的对比，我们可以认为《撰集百缘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

上面进行的对比，反映的是一部佛教文献现存梵文原文和汉语译文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的梵文 Avadānaśataka 是不是就是支谦翻译《撰集百缘经》时使用的原文呢？这很难说，或者说不一定是；但它一定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早期Avadānaśa​ta​​ka的语言面貌。

二、吐火罗语对早期汉译佛经有没有影响?

1. 吐火罗语

列维和季羡林先生都提出早期汉译佛经是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吐火罗语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在新疆寺庙废墟中发现的大量手抄本中发现了一种到那时为止仍未知的、在两种方言中流传的印度日尔曼语言，通常被称为吐火罗语。人们把它区分为吐火罗语A（= 东吐火罗语）和吐火罗语B(= 西吐火罗语或龟兹语）。

吐火罗语这个名称是德国学者米勒（F. W. K. Müller）提出来的。德国学者埃米尔·西格（Emil Sieg）和威廉·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破译了吐火罗语，编写了吐火罗语语法。他们的学生沃尔夫冈·克劳瑟（Wolfgang Krause）和维尔讷·托马斯（Werner Thomas）继续编写了吐火罗语教材和词汇表。这五位学者终生研究吐火罗语，是世界上对吐火罗语最熟悉的人。因此，本文尽量引用他们的观点。

2. 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

德国学者米勒于1907年发表了影响至今的论文，他说：“在一篇不久前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刊物上的文章里洛伊曼（E.Leumann）对我们至今对这个未知的中亚语言的认识做了总结并证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他暂时称它们为语言I和语言II，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种语言本国的名称同样是未知的。
”（第958页）

“人们仔细观察那里根据民族列出的作者和译者目录后发现，在历史顺序中印度作者之后紧跟着外国的翻译者，首先是这些：名称的第一个字是支，它是全称月支的简称，也就是印度斯堪特人。月支之后是康，也就是粟特人。但南条文雄把它理解为藏族人，康与粟特即撒马尔罕无疑可以等量齐观。这些粟特翻译者被龟兹本地人（也就是库车人，用别的词：土耳其人）替换了。这些属于不同民族的佛教翻译者让人们产生一种假设，即在印度斯堪特语、粟特语及土耳其语里有一种佛教文学。实际上，至今在土耳其语和粟特语里已发现有佛教文本。”（第959页）

“在附录的插图上描摹的这一段，它含有文章段落的最后一句和一个目录学上的署名，语音的转写和内容的翻译如下：（此处只引用译文）在圣书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中，第十段是最后一段，标题是‘弥勒菩萨从兜率神天来到大地’，它由毗婆沙师圣月(Vaibhāṣika Āryacandra)

菩萨kṣi(=?)ācārya从印度语言译成吐火罗语，又由阿阇梨智护（Ācārya Prajñārak  ita）从吐火罗语译成土耳其语。

‘下面 – 没有描摹 – 一个很晚的署名’ ‘马年3月 等’。

‘在这部佛经的、很显然一个弥勒授记（Maitreya-vyākaraṇa）（目录学上）的署名中，明确地证明了吐火罗佛教文学的存在。因为，像此前已发现的那样，神圣的文本在粟特语和土耳其语里已经找到了，看来这已经不再是那么冒险的了，如果人们要认为这两种未知的语言–它们如所证实的那样揭示了佛教内容的古迹–其中之一是吐火罗人、也就是印度斯堪特人的语言（Indo-Skythen）。”（第959-960页.）

米勒认为，这种印度斯堪特语是吐火罗人的语言。1916年他对这种语言的性质做了解释：“语言的性质是印度日尔曼语（与霍恩雷（Hoernle）和洛伊曼（Leumann）蒙古语或古突厥语（维吾尔语）的理论相对），那时通过西格和西格林的调查研究已经被认识到了。”

米勒1918年又对这种语言的名称做了解释：“对这个名称应怎么理解，在我们1916年的会议报道中已经指出了。土耳其人（维吾尔人）称之为‘Toxrï’的语言是这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吐火罗语A的语言。”

研究吐火罗语的人经常把 “Tocharisch” 与梵文 “Tukhāra” 和汉语 “吐火罗（睹货逻）” 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一回事。虽然这三个词读音相似，但它们表示的地点却不相同。

奥托·伯特灵克（Otto Böhtlingk）和鲁道夫·罗特（Rudolph Roth）在《梵文词典》中是这样注释的：

“Tukhāra, 阳性，复数，一个非印度民族的名字；吐火罗人（在Madhjadeṣa 的西北）；”

“Tu:khāra, 阳性，大概与Tukhāra同义，一个民族的名字；单数，这个民族的男人；”

“Madhyadeṣa, 这个国的北面是喜马拉雅山（Himālaja），南面是Vindhja，西面是Vinaṣana，东面是Prajāga。”

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在《印度古代文化研究》中这样解释：“Tukhārā是古代的吐火罗人，他们住在锡尔河（Jaxartes）上游的粟特地区和阿姆河（Oxus）支流扎里亚斯佩斯河（Zariaspes）边的巴克特里亚（Baktriana 大夏）地区，是一个很大很强的民族，这个民族也被列入那些推翻希腊巴克特帝国的民族。他们与塞人（Śaka）一起原来住在锡尔河对岸的粟特地区。他们的名字在梵文中意思是雪、雾、寒冷；他们也许因此得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在Belurtag或雾区有他们最早的居住地。他们很可能是一个与塞人很近的民族，也像塞人一样是一个游牧民族，并且看来在很早以前就迁往印度了。” 

中国7世纪的僧人玄奘（602—664）在去印度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路过两个“吐火罗国”。他在《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介绍了“第一个吐火罗国”的故地：“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旧曰吐火罗国讹也)。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已南，滥波已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多衣氎，少服褐。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
”

铁门：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沙赫尔·萨比茨（Shahr-i-Sabz）以南90公里。缚刍：瓦赫什河。滥波：在喀布尔河北岸。

他对第二个所谓的“睹货逻国”, 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向东）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按照奥托·伯特灵克和鲁道夫·罗特的解释，吐火罗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在印度境内。按照克里斯蒂安·拉森的解释，吐火罗人居住在帕米尔高原的西边，锡尔河的上游，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

玄奘所说的第一个“睹货逻国”，旧称“吐火罗国”。 他认为这个旧称不正确，因而改为“睹货逻国”。它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中，这个睹货逻国的语言有25个字母。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吐火罗语有三十四个字母，十三个元音和二十一辅音。玄奘所说的第二个“睹货逻国”位于今天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玄奘经过这两个国家时，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人们所说的“吐火罗语”是在今天塔里木盆地北边的焉耆和库车（古代称龟兹）发现的。玄奘去印度时，经过焉耆和龟兹，他称之为“阿耆尼国”（梵文agni，意思是火）和屈支国。玄奘说，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
 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由于人们在吐火罗语的语言材料中没有找到对“吐火罗”这个名称的解释，而它的发现地与梵文的Tukhārā中文的“睹货逻国”又相距甚远，因此，一些学者对“吐火罗语”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

面对对“吐火罗语（Tocharisch）”这个名称的质疑，吐火罗语的破译者之一、德国学者埃米尔·西格于1937年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承认，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情况，由于这个假设而产生的巨大困难。我们现在知道，Ārśi-语即阿耆尼语（agni，= Yen-K‘i = Qarašahr )，它不是吐火罗地区的语言，并且，因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吐鲁番的维吾尔人怎么把阿耆尼语、这种本地人称为 ‛Ārśi’、而且不是吐火罗地区的语言称作‘吐火罗语’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获得的阿耆尼语和库车语残片，就我所能看到的，至今没有对此提供任何线索，但我深信，在汉学家和藏学家的帮助下这个谜将会解开。”

沃尔夫冈·克劳瑟（Wolfgang Krause）1955年对到那时为止的吐火罗语的研究情况做了总结式的论述：“根据那个由米勒（Müller）于一年前发表的维吾尔文的版本记录，西格（Sieg）和西格林（Singling）给了这种陌生的语言这个名字‘吐火罗语’（Tocharisch）。他们继米勒之后把那个维吾尔语词Toxrï和这个在古代在巴克特里亚（Baktrien大夏）证明了的吐火罗人（希腊文：Tóχαρоι，梵文：Tukhāra）的名称联系起来；并且，因为吐火罗人、巴克特里亚人看样子是一个斯堪特伊朗民族，这两位学者把‘吐火罗语’称作印度斯堪特语。尽管在好些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吐火罗语’这个名字总的来说保留到了今天。
”（第2—3页）

“现在两种吐火罗语方言文本的总量也相当可观，但对研究工作来说，这些文本有两个缺点：这些文本中一部分是残卷，而且大多数是单一的残片。幸运的是，在残卷A中有25页不间断的相连，而且没有大的缺损（A1-25）。第二个缺点是，那些我们熟悉的吐火罗语文字材料差不多仅仅是忠于原文词义与风格的佛教梵文文本的译文。真正的吐火罗语文字材料我们只知道大量的用B方言写的寺庙账单，四封商务信件（其中三封只是碎片）同样是用B方言写的，一首爱情诗的中间部分，大量抄写员对两种方言文字材料的附注，少数B方言的墙上和画上的刻印文字，最后是几个木制的沙漠商队的通行证，大多或多或少地残损了，也是用B方言写的。”(第3—4页)

“按这种方式我们对于这种文化和说‘吐火罗语’的人的生活方式只获悉很少的情况。通过一封商务信件的开头引起推测，他们生活于接受佛教拜火之前。Śilarakite Āryawarmeṃ — tsamoy  puwarsa — prekṣäṃ（戒护请圣胄—他要在火中成长！）。”（吐火罗语：Śilarakite：一个商人的名字，意译戒护；Āryawarmeṃ：一个商人的名字，意译圣胄。）（第4页）

“但是这个名称带有一定人种学上的困难：人们把那个维吾尔文版本记录上的称呼Toxrï从语源学上与这个名称Tóχαρоι = 梵文Tukhāra、汉语吐火罗联系起来。可这个民族在古代住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在阿姆河（Oxus）和锡尔河（Jaxartes）边，并且可能是一个伊朗民族。那些陌生语言的手稿不仅是在离巴克特里亚地区很远的新疆发现的，而且是用一种印度日尔曼语系的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不像伊朗语那样属于撒旦语族（Satem-Gruppe），而是一种肯图姆语（Kentum-Sprache）。” (第5页)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公元6世纪初，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人们信奉“祅教”，也称为“拜火教”，即：Zarathustra。

1960年沃尔夫冈·克劳瑟（Wolfgang Krause）和维尔讷·托马斯（Werner Thomas）又谈了对吐火罗语研究的看法：“从吐火罗学在埃米尔·西格（E. Sieg）和威廉·西格林（W. Siegling）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吐火罗语，印度斯堪特的语言》（1908年）里诞生之时，我们对作为其它印度日尔曼语系单一语言的姐妹语、所谓的吐火罗语的知识不断增长。这种知识本质上的增加几乎不能期待了，因为不指望有新的大规模原始资料的发现和划时代的新认识了。施文特内尔（E. Schwentner）的吐火罗语图书目录和已出版的这一册（I，22 ff.）图书目录的报告至少说明，在吐火罗学领域里现在已有无法估计的并且经常是难以理解的材料，每一项新的工作都应重视这种材料。
”（第5页）

“人们应当认清，在呈现给我们的形式中，根据它的全部特性，这所谓的吐火罗语是一种中古语言，对此，我们缺少各个方面最初阶段的情况。”（第6页）

“舒尔策（W. Schulze）半开玩笑地说，吐火罗语的语源问题或者放在手上尤其不需要先把它展示出来，或者根本不动它更好。不过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这么怀疑了，自从我们以为已对吐火罗语的语音关系做了有点深入的探究之后。因此,我们在冒险与放弃之间选取了中间道路。”（第6—7页）

3. 对 “吐火罗语” 这个名称的讨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维尔讷 • 托马斯（Werner Thomas）总结了1960年至1984年吐火罗语研究的情况后说：“ 各种不同的、新的探索让人们了解到这一地区的居民、历史和文化、它的宗教和艺术。正如预料的那样，人们感到这种描述一般来说包罗万象，而其中对吐火罗人或吐火罗语只是有限和顺便地提到，以至在这里几乎没有有价值的提示。”“围绕这个命名的争论还完全没有解决。”

4. 吐火罗语的时代问题

无论这种语言应该叫什么名字，这种语言在历史上都是存在的。但它存在于什么时期？对早期汉译佛经是不是产生过影响呢？

列维认为龟兹语木简上的国王名Swarnate就是中国史书《唐书·西域传·龟兹传》中记载的龟兹国王苏伐叠。苏伐叠于公元644至647年之间去世。这说明这些龟兹语木简属于公元七世纪。

埃米尔·西格和威廉·西格林认同列维的论证。“通过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的著作《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我们知道在7世纪的上半叶, 方言B是龟兹地区的国语。尽管列维在他的论文中从大量的、由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关于塔里木盆地地区的中文报道中，把有关龟兹的内容编成一部这个绿洲的历史，可惜我们对这一地带人种学的关系知道得很少。”

恩斯特·施文特内尔（Ernst Schwentner）博士的看法：“在这个国家现在在大量的手抄本中也发现了用一种到那时为止完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手抄本。根据文字的笔法，它们大约属于公元5（或7）至10世纪。”
“……那就是说，因为这些公元7至10世纪的吐火罗语手抄本是在那里发现的，特别是在吐鲁番和龟兹。”

沃尔夫冈·克劳瑟（Wolfgang Krause）的看法:“对于这些吐火罗语文本的时代，只感到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手抄本根据文字的笔法大约属于公元500—700 年的时期，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维吾尔人统治）似乎有可能向下延伸到8世纪。”

施密特（K.T. Schmidt）认为：“这些吐火罗语文本表明，就内容方面而言，基本上属于公元6至8世纪，……”

列维成功的考证是最确切的证明，这些吐火罗语文献存在于公元7世纪。其它学者根据文字的笔法和文字的内容推断的时间范围比较宽一些。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祅教”，（也称为“拜火教”，）是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当时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人们信奉此教。吐火罗语文献中有拜火的内容，也说明这些文献写于6世纪之后。

5. 吐火罗语文献的内容

在发现吐火罗语文献的同时，在吐鲁番及附近地区也发现了梵文的佛教文献，包括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多数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但是在小片残卷里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不总是能明确区分的，而且还有一种混合的文本。
 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在说一切有部之后产生的。根据渥德尔（A.K.Warder）的观点，根本说一切有部产生于公元四世纪左右。
 那么，这些被同时发现的梵文佛教文献是吐火罗语佛教文献的来源。

施密特（K.T. Schmidt）认为：“吐火罗语言与文学的探索由于文字材料十分残破的状态 － 大都是单一残片 － 变得更加困难。……部分是或多或少的忠于原文词义与风格的佛教梵文著作的译文，部分是或多或少的有高度艺术性的佛教素材与题目的改编品。像这些 — 不过只有很小的部分 — 梵文原文显示的那样，吐火罗语佛教文献属于说一切有部。”

6. 吐火罗语的佛教文献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这里所说的早期汉译佛经，指公元一至四世纪的汉译佛经。

这些存在于公元7世纪的吐火罗语的佛教文献属于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而中国古代的僧人对 “说一切有部” 和 “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s）”传入中国的时间、来源、和译者都有明确的记录。因此，目前发现的这些吐火罗语佛教文献佛经残卷不可能是汉译佛经的来源。
下面是僧佑（公元445—518年）在《出三藏记集》里和慧皎（公元497—554年）在《高僧传》里对“说一切有部”传入中国时的情况所做记录的综述：
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萨婆多”是梵文Sarvāstivāda的音译，意译“一切有（一切存在）”。罽宾沙门弗若多罗(梵文：Puṇyatāra)来到长安。他能背诵梵文的十诵律。公元404年他和鸠摩罗什（Kumarajiva 公元344—413年）及几百僧人一起翻译。他背诵，鸠摩罗什翻译成汉语。但是，在他们翻译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弗若多罗患病去世。公元405年僧人昙摩流支(梵文：Dharma-ruci)带着十诵律的梵文文本来长安。鸠摩罗什和他一起翻译完这部佛经，一共58卷。此后，公元406年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梵文：Vimalāksa)来到长安，他是律学大师，他重新校订十诵律，把它分为61卷。流传至今。

《十诵律》、鸠摩罗什译的《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10-bhikṣu- prātimokṣa-vinaya）》和法显集出的《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10-bhikṣunī- prātimokṣa vinaya）》现存于《大正藏》第23卷，而且，在库车发现了与他们相应的梵文残卷。
（prātimokṣa：完全解脱，这个词在吐火罗语里写做prātimokäṣ、prātimok）

公元四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s）是公元8世纪传入中国的。义净（635—713）于公元703年10月4日在西明寺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之后，又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Mūlasarvāstivāda-bhikṣunī-vinaya）》、《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kṣudraka-vastu）》、《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bhaiṣajya-vastu）》等多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经。《大正藏》第55卷第567页c栏最后1行至第568页a栏第20行是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佛经的目录，共11部，每部佛经题目的下面都有卷数，翻译的时间和地点。

在《大正藏》第23卷和第24卷中有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佛经18部No. 1442–1559。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僧人对前代的译经情况进行总结并编写佛经目录，记录已译佛经的名称、来源和译者。在现存的佛经目录中没有关于在公元四世纪以前从吐火罗语翻译佛经的记录。

公元260年汉族僧人朱士行穿过沙漠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去抄写梵文佛经。他没有去焉耆和龟兹，说明当时焉耆和龟兹即便有佛经，对汉族僧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法显于公元399年去印度，路过乌夷国，即焉耆，他这样记录那里的情况“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也。法显得符行当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合。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

焉耆人对路过此地的汉族僧人很不友好，不给予任何供给和帮助。翻译佛经是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支持的。因此，根据法显的记录，没有迹象表明，此前，汉族僧人曾在这里翻译过佛经。

三. 犍陀罗语是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1. 犍陀罗语这个名称的来历

1892年法国格林勒（F. Grenard）在于阗附近发现了用佉卢文写的《法句经》。在这之前，人们已发现了用佉卢文写的阿育王刻辞；在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零星的带有佉卢文字体的桦树皮残片。关于佉卢文这种字体请参看第三章第三节一 婆罗米字(brāhmī)和佉楼字（kharoṣṭhī）。

这部被发现的用佉卢文写的《法句经》的语言与传承佛教的印度语言梵文、巴利文不完全一致。1946年贝利（H. W. Bailey）为它想出一个名字gāndhārī（犍陀罗语），
 这是按梵文国名gandhāra或gandhāri（两个词的意思都是犍陀罗国）仿造的。犍陀罗是一个印度古国，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统辖领域曾达到于阗地区。但在梵文里并没有gāndhārī（犍陀罗语）这个词，也就是说，在印度古文献中并没有对犍陀罗语的记述。中国古代僧人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时都路过犍陀罗国，都对此国做了描述，但他们都没有说犍陀罗国有自己的语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犍陀罗国这部分里讲的是波尼你编写梵文语法的事。

2. 佉卢文《法句经》语言的性质

佉卢文《法句经》里的所谓犍陀罗语是一种最古老的普拉克利塔（prākṛta）方言，是一种印度西北部的中古语言。它保留了佛经梵文化之前的语言状态。

3. 一些西方学者对早期汉译佛经来源的推测

贝利除想出了犍陀罗语这个名字之外，还提出一个看法，汉译佛经中的一些音译词来自犍陀罗语。在他的影响下，1962年约翰·布劳（John Brough）提出了汉译《长阿含经》来自犍陀罗语的看法。

2008年珍·纳缇尔（Jan Nattier）谈了她对早期汉译佛经“印度源语言”的认识：“几十年以前，大家共同认为汉传佛经译自梵语。以此为据，印度姓名和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通常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当汉传经文与它们少有尚存的梵语副本相比较时，译者常被指责缩减了印度文献。总之，当特定的一个梵文版经文与它的中文版相比较时，后者常被认为未达到标准。
这种观点不是源自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学者，而是古代中国学者他们自己。佛典编纂者慧琳 (公元737—820年) 和玄应 (公元645—656年) 常常批评早期的译文，它们没能提供与梵语语音相匹配的音译词，同时道安等另外一批学者指责某些译者，错误地缩减了印度原文。简而言之，汉语译文没能充分反映出原文的含义，这种意见在古代中国现代亚洲和西方广为流传。

有无数明显的翻译错误和某些译者缩减了印度原文献。这些情况不应掩盖一个事实。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关注的这段时期，古典梵语在印度还没能成为佛经的主要传播媒介。相反，佛经是通过有多种当地的普拉克利塔语来传播的，犍陀罗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情况说明了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想说，在这里所提到的用于译者的原文不同于现存的印度语原稿。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元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不仅仅包含一种印度方言，而是好几种，事实上，大多数普拉克利塔语已经失去了一些梵文的音位多样性，在梵文中发音有明显区别的词，却在普拉克利塔语中成为同音词，这意味着普遍存在着模棱两可、甚至全部错误理解的可能性。

总之，除非你提出另外一种的强而有力证据，现存的信息表明：公元二或三世纪翻译的原文不是基于梵语，而是某种普拉克利塔方言。对某种译文做更深入的研究，你能发现它源自哪种普拉克利塔方言。我们还应谨慎地考虑一些其它因素。” 

4. 对这些推测的分析

4.1.  贝利（Bailey）和布劳（Brough）提出早期汉译佛经《长阿含经》来源于犍陀罗语的依据是一些音译词，但不是这部佛经的全部音译词。他们采用的是与列维和季羡林先生相同的推论方法，我在本章第二节已对这种方法做了分析，我认为这种推论方法的依据是不完全可靠的。

4.2.  珍 • 纳缇尔（Jan Nattier）认为那些内容比现存印度语原文简略的汉译佛经来自不同的普拉克利塔方言。但人们并没有发现与内容简略的早期汉译佛经相应的印度语言的文本。比如前面进行的梵文Avadānaśataka与汉译《撰集百缘经》的对比，现存的六部梵文Avadānaśataka的内容都比汉译《撰集百缘经》的内容丰富。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讨论早期汉译佛经的略译问题。这里先概括一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当时的译者并不完整地翻译佛经，而是简略地翻译。概括原文重要内容的略译受到后人的称赞，粗制滥造的乱抄受到后人的批评。

4.3.  珍·纳缇尔认为“公元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不仅仅包含一种印度方言，而是好几种，事实上，大多数普拉克利塔语已经失去了一些梵文的音位多样性，在梵文中发音有明显区别的词，却在普拉克利塔语中成为同音词，这意味着普遍存在着模棱两可、甚至全部错误理解的可能性。” 珍·纳缇尔的这个认识不符合佛经语言的演变过程。佛教文献最早是用不同的中古印度方言写成的，之后被不断地梵文化，直到全部用古典梵文书写，并不是由梵文文本向普拉克利塔语转化。
4.4. 珍·纳缇尔认为“现存的信息表明：公元二或三世纪翻译的原文不是基于梵语，而是某种普拉克利塔方言。”一些学者认为汉译佛经中的一些音译词不符合梵文或巴利文的读音，据此，他们提出这些汉译佛经来自某种普拉克利塔方言。但是，如第二章第一节讲述的，从公元前二世纪起，梵文被渐渐地在整个印度作为系统的、科学的、有文化的语言使用。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佛教文献也处于梵文复兴的影响中，用早期各地普拉克利塔方言写成的佛经被逐步梵文化，从而形成了佛教混合梵文。人们还用这种佛教混合梵文撰写新的文本。我认为，早期的汉译佛经来源于这种带有中古印度方言特点的、即早期各地普拉克利塔方言特点的佛教混合梵文。
在判断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时，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僧人对原文语言所做的记录。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这个问题。

5. 辛岛静志对《长阿含经》原语的研究

日本学者辛岛静志教授不迷信西方学者的猜想，并看到了他们研究方法中的缺陷。他对《长阿含经》中的音译词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考察，并于1994年发表了他的著作《〈长阿含经〉原语研究》
。他在序论部分对《长阿含经》原语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这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约翰·布劳（John Brough）用来论证《长阿含经》来自犍陀罗语的6个语音特点中，只有第6个是犍陀罗语特有的，其它5个都不能作为证据。《长阿含经》包括30部经，而至今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大会经》里的音译词，而不是整部《长阿含经》。贝利（Bailey）和布劳（Brough）他们两人不过是随意从《大会经》的音译词语料里选一些被认为具有犍陀罗语特征的例子罢了。正如布劳（Brough）自己所承认的，《大会经》里的音译词还有不少是无法用犍陀罗语来解释其音韵现象的。

经德国瓦尔德施密特教授（Herr Prof. Dr. Ernst Waldschmidt）研究，《长阿含经》中的《大会经》里，明确的和梵文文本、巴利文文本等对应的音译词约有220个，辛岛静志教授彻底查遍了另外29部经，又找出280个音译词，这些词能和梵文、巴利文等对应，而且不是借用《长阿含经》之前已有的音译词。辛岛静志教授以这500个音译词作为研究资料。

6. 辛岛静志的研究结果

辛岛静志教授在其著作的第4章写出了他的研究结果。

“4.5.《长阿含经》的原语：从以上来看，我们不能单纯地总括来说《长阿含经》的原语是犍陀罗语，通过仔细地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到它除了拥有西北印度方言的特征以外，还具有混合了梵语化、普拉克利塔语、地域方言要素的复杂性。我们也许可以从广义上把这种语言称为犍陀罗语，但它却与西北印度碑文上的犍陀罗语有很大的差异。”
辛岛静志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以个别或一些音译词作为根据去推论汉译佛经来源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使用这种方法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辛岛静志教授的研究结果基本否定了贝利（Bailey）和布劳（Brough）的推论。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认为“早期汉译佛经不是直接从印度语言翻译的”的看法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用佉卢文记录的印度西北方言即所谓的犍陀罗语是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源语言？佛教文献中“胡语”究竟指什么语言？我们下次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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